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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因手术干预、语言发育及颅颜结构个体差异性的交互作用，腭裂患儿的言语康复呈现独特性。本

文针对腭裂婴幼儿言语发育特点、国内外促进腭裂婴幼儿语言发育早期干预开展现状展开综述，为制定普通话

唇腭裂婴幼儿语言发育早期干预方案提供依据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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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Speech and language rehabilitation in children with cleft palate is unique due to the interaction of 
surgical intervention, language development,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craniofacial structure. This paper reviews 
the speech develop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infants and toddlers and the early interventions programs for the speech 
and language development with cleft lip and/or palate, which would help to build up intervention plan and ev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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唇腭裂患儿言语语言障碍发病率高，影响深

远。英语语系研究显示，非综合征型唇腭裂（本文

唇腭裂均指非综合征型）幼儿（36~47 月龄）语言

发育迟缓的百分比为 69.5%[1]
，说普通话唇腭裂婴

幼儿（8~16 月龄）表达性语言发育迟缓百分比高

达 85.1%[2]
。北欧地区的系列研究显示，约有 50%

的唇腭裂患儿在 3 岁前，表现为言语（构音音韵）

障碍 [3]
，并持续至 5 岁 [4]

。纳入 31 项研究，主要

以英语语系，包含瑞士语、日语、新加坡语等研究

为主的荟萃分析（meta-analysis，Meta 分析）显示，

唇腭裂患儿在所测量的辅音广度、言语准确度、言

语错误三个方面的言语能力均低于同龄人，表达性

语言的能力分数差于同龄人 [5]
。唇腭裂患儿存在的

早期语言发育迟缓，其影响可能会持续到青春期乃

至成年，持续的社会、情感和学习困难很可能会贯

穿全生命周期，导致较差的心理健康状况及较高的

失业率 [6]
，严重影响唇腭裂患儿及家庭生活质量。

1 腭裂婴幼儿期言语语言发育特点

因手术干预、语言发育、颅颜结构个体差异性

的交互作用，腭裂患儿的言语康复呈现独特性 [7-8]
。

在婴儿期，唇腭裂患儿的语言发育即面临严重



210
中国口腔医学继续教育杂志

中国口腔医学继续教育杂志　2023 年 5 月　第 26 卷　第 3期

不利环境，多数伴有唇裂的腭裂患儿在 3 个月龄接

受手术修复唇裂，腭裂修复通常至少要到 8 个月龄

以后，有时会延迟到 1 岁半。因此，至少整个语言

前期腭裂患儿必须在缺少软硬腭分隔的口鼻腔环境

中练习发声，解剖缺陷可以从多方面对患儿的发声

造成影响，但现已明确，腭裂对腭裂患儿整体发音

系统的影响远早于 12 个月龄。

在 0~12 个月语言发育前期，唇腭裂患儿已表

现出语言发育迟缓的症状并持续存在。关于英语语

系唇腭裂患儿和非唇腭裂患儿在咿呀学语阶段的语

音以及音节特征的研究显示：唇腭裂患儿出现咿呀

学语的时间晚于正常婴儿，咿呀学语的频率也低于

后者 [9,10]
。并且，唇腭裂患儿在咿呀学语的内容组

成上与正常婴儿也有较大差别：出现的辅音类型更

少，主要以单元音音节形式出现，同时出现的辅音

均是低压力辅音（如鼻音、边音等）。相比较于正

常婴儿，唇腭裂患儿出现较少的口腔塞音、舌尖音，

同时会表现出更多的鼻音和喉部发音 [11,12]
。而这些

影响不会随着腭裂手术的干预而立即结束。研究显

示，唇腭裂婴幼儿在辅音发育中的受限将至少持续

到腭裂术后的整个幼儿期（3 岁）
[13,14]

。与正常儿

童语音发育相比较，腭裂术后患儿不仅存在腭裂特

征型语音（如代偿性发音等）的风险，还延续了语

言前期发育迟缓的特点：语音广度发育受限，表现

为较少的口腔塞音，口腔前部声音，出现较多的喉

部塞音，边音和鼻音 [15]
。

在 12~36 个月语言发育形成期，唇腭裂患儿表

现出语言发育迟缓的累积渗透效应。此时，典型发

展（typical development，TD）幼儿会快速扩展其

对语言的理解和使用，2 岁时能够表达的词汇量约

为 200~300 个，且词汇量的大小直接与可以发出的

声音有关。如前所述，腭裂患儿发出的辅音量少，

对早期语言发育产生了“累积渗透”效应。主要表

现在：第一，词汇发育受限，腭裂患儿在 1 岁以内

（语言前期）表现出的声音发育受限，从第一个单

词出现便开始影响早期词汇的学习，腭裂婴幼儿词

汇表达中，具有选择性，更易选择能发出的音的词

汇 [16,17]
，导致腭裂幼儿期的词汇发育也同样落后于

同龄儿童 [15,18]
。不仅表现为在词汇量上落后于同龄

幼儿，随着年龄的增长，还表现为唇腭裂患儿的表

达性词汇和语句复杂性与正常儿童存在差异。5 岁

时的阅读技巧差于同龄 TD 儿童，且与构音错误程

度正相关 [19]
。除表达性语言外，理解性语言发育

研究也提示，部分腭裂患者存在语言理解方面的发

育迟缓 [15,20]
。第二，腭裂婴幼儿更倾向成为低频率

的讲话者（low-rate talkers）[21]
；因发音不清与低

频发音，影响亲子互动过程，对婴幼儿学习说话的

自然语言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22]
。普通话唇腭裂患

儿词汇能力的研究较少 [2,23]
，上述研究均为英语语

系研究结果。

综上所述，唇腭裂婴幼儿期，语言发育迟缓具

有独特性主要表现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为构

音（发音）发育受限，构音习得多样性差（言语广

度发育受限），常表现为腭裂特征型发音 [11]
，且

发育受限至少持续至 3 岁 [13]
。另一方面，因唇腭

裂婴幼儿更易学习可发出音的词汇，导致词汇能力

受损 [16,17]
。因此，需掌握唇腭裂构音发育的规律和

细节，才可实施有针对性的干预。唇腭裂婴幼儿面

临语言发育环境中的多重困境。从语言发育迟缓婴

幼儿面临的共性问题看，自然互动无法为他们的语

言学习提供足够的支持 [24]
；而 Meta 分析显示，语

言发育迟缓婴幼儿的家长所构造的语言环境均差于

典型发展婴幼儿的家长，表现在互动总量、回馈能

力、语言输入的质与量四个方面 [25]
。从唇腭裂婴

幼儿面临的特殊性问题看，他们更易成为低频率讲

话者 [21]
，因发音不清与低频发音，进一步影响亲

子互动过程。

以上三个方面的交互作用，对唇腭裂婴幼儿学

习说话的自然语言环境产生持续不利影响 [22]
。因此，

在语言前期及语言形成期，对语言发育迟缓的唇腭

裂婴幼儿实施早期干预，分析语言发育迟缓现状、

互动环境，增加家长支持婴幼儿语言学习的行为是

必要策略 [24]
。

2 唇腭裂语言发育早期干预国内外

研究

因唇腭裂语言发育早期干预报道相对较少，文

献综述将从语言发育早期干预切入。考虑到语系差

异，以及国外与我国语言病理学的发展阶段不同，

将语言发育迟缓早期干预现状分国外现状与国内现

状两方面综述。

2.1 语言发育迟缓早期干预的国外现状及相

关研究

2.1.1 国外早期干预实施现状

在早期干预实施背景方面，自 1925 年，美 
国言语听力协会 （American Speech and Hearing 
Association，ASHA）成立以来，美国语言病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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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发展成熟 [26]
。1986 年，美国为 0~3 岁残障儿

童参与早期干预立法，称为残疾人教育法 C 部分

（The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 Part 
C，IDEA C）。2009 年，349000 名儿童及家庭获得

IDEA C 服务，占美国 3 岁及以下人口 2.67％，其中

语言障碍类的早期干预占 1/4[20]
。2008 年，ASHA 早

期干预指南中，强调干预应以家庭为中心，并提供

实践指南。唇腭裂早期干预受关注的时间相对滞后
[27]
，且关注度较低 [28]

，研究主要集中于美国 [20,22,27-29]
、

瑞士 [30,31] 的几位语言病理学家。不同于 ASHA 指南

建议，美国的早期干预由治疗师直接实施；而瑞士

和韩国 [32] 的早期干预均由家长参与实施。

在语言发育迟缓早期干预的技术方法方面，国

外具有影响力、有实证研究支持的方案有：加拿大

的“两人一起说”（It Takes Two to Talk，ITTT）
方案，ITTT 方案修订版；美国的“语言是钥匙”

（language is key，LIK）方案，聚焦策略（focused 
stimulation approach）方案，环境增强策略（enhanced 
milieu teaching，EMT）方案等，以上方案均涉及

家长参与，方案内容以不同语言发育促进技术为

主，实证研究以干预实施效果研究为主。但用于唇

腭裂早期干预的方案较单一，有环境教学（milieu 
teaching，MT） 方 案 [27] 和 音 韵 强 化 及 环 境 增 
强策略（enhanced milieu teaching with phonological 
emphasis，EMT+PE）方案 [29,33]

。

2.1.2 国外早期干预研究现状

在方式上早期干预，美国的唇腭裂早期干预由

语言病理医生实施 [20,22,34,29]
。语言病理医生直接提供

的治疗称为传统治疗。家长参与的治疗，英文名称

为“home programmes（HPs）”，也称为“家长干预”、

“父母培训”、“间接治疗”或“基于家庭的治疗”，

不同国家和服务背景下 HPs 共同特点是家长参与度

高于传统治疗，是针对语言发育迟缓最主要的干预

方式。HPs 有多种形式：①训练家长以支持孩子发 
展；②通过远程方式向语言病理医生寻求咨询； 
③家长购买和使用相关商业产品，不需语言病理医

生直接指导；④在语言病理医生的监督下，家长在

家庭环境中提供直接干预，充当治疗师；⑤与语言

病理医生实时沟通，家长提供干预活动 [6]
。

目前评价家长参与的研究有限 [6,35,36]
。从语言

病理医生实施干预方案角度看，在不同的服务背景

下，语言病理医生如何使用 HPs 存在差异。家长如

何实施干预的具体细节描述极少，反而较多地描述

教给家长的内容，而这些内容通常是促进语言发育

的技术。涉及家长培训的研究中，50% 的研究没有

充分描述家长培训程序，超过 70% 的研究没有确

认经培训后家长对孩子实施干预技术或执行干预程

序的“忠诚度”
[25,37]

。对理想的干预时间段、持续

时间、模式或频次，目前亦没有明确答案 [6,38]
。

从家长角度看，家长对干预过程的看法，以及

对不同服务传递模式满意度的研究更少。目前有 4
项研究提供了一些定性信息 [6]

，家长表现出对 HPs
服务模式的积极反应，未见家长有负面看法的报道。

从服务管理角度看，招募一批同时参加集体培

训的家长是挑战，一些家长会拒绝参加集体培训，

而个别培训需要语言病理医生投入更多时间来达到

同样的干预量，因此对服务提供者提出了更高的成

本和人力投入要求 [39,40]
。

从服务传递模式角度看，HPs 的多样性导致对

服务传递模式的研究变得复杂 [41]
，而工作场所的

因素，如人员配置、资金模式和语言病理医生原有

临床经验，都会影响服务传递模式的决策，但不同

的管理方案和服务传递模式将带来不同的效果 [6]
。

从干预效果看，在儿童语言技能提升方面，

HPs 的结果与传统治疗的临床结果相当，甚至优于

传统治疗 [39]
。HPs 干预后，语言发展轨迹比对照组

更接近 TD 的同龄人 [40]
。系统性回顾也为 HPs 提

供了初步的证据 [25,42]
，但目前还没有足够证据表明，

HPs 比传统治疗更有效，因为研究常涉及不同病因

导致的语言发育迟缓，以致于结果无法类化。

2.1.3 国外早期干预总结

从早期干预的国外现状及相关研究可以看出：

①促进语言发育早期干预普遍实施，以家庭为中心，

家长参与为主；②唇腭裂婴幼儿早期干预报道相对

较少，干预方式存在差异，在美国由语言病理医生

实施干预；③早期干预方法技术成熟，但家长参与

早期干预方案实施细节报道极少，服务传递模式研

究有限。

2.2 语言发育迟缓早期干预的国内现状及相

关研究

在早期干预实施背景方面，中国语言病理学仅

有近 20 年的发展历史，在科研、教学、人才培养

和临床治疗上相对落后 [43]
，国家已建立纲要性文

件倡导关注儿童早期发展，强调干预，但尚未细化

到立法保障及发布临床指南指导实践。早期干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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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常与研究并行。

在干预关注的病种方面，相关研究报道以近 3
年居多，以孤独症 [44,45] 为主，也有关于神经发育 [46]

、 
语言发育迟缓 [47] 干预的报道，仅有综述性文章概述

了腭裂语言发育早期干预 [48]
。在系统性干预方案研

究方面，由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儿童中心超早

期干预团队建立的，8~30 个月孤独症患儿家长参与

的“以游戏为基础促进交流与行为的干预”（play-based 
communication and behavior interven-tion，PCBI）方案，

流程系统完善，肯定了家长参与孤独症干预的重要性，

其他早期干预方案，多以方法介绍为主。尽管早期干

预方案实施及效果评价尚不充分，但在干预相关内容

研究方面，儿童语言发育影响因素分析的研究热度较

高，已开始关注家庭养育环境细节，如方言环境 [49]
、

屏幕暴露等，但尚欠系统性。尽管唇腭裂患儿语言能

力及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报道 [2,23]
，但也为早期干预

方案的制定提供重要依据。

3 唇腭裂语言发育及早期干预研究

评述

在语言病理学发达地区，尤其美国，均较早实

施促进语言发育的早期干预，在唇腭裂语言发育早

期干预领域亦有成熟方案，但普通话与英语首先在

语音学（辅音、元音构成及音节结构等）上存在明

显差异；其次，学习不同母语的婴幼儿，其语言环

境受社会、文化的影响亦有显著差别，因此英语语

系的早期干预方案尚无法直接应用，亟待构建普通

话情境下的早期干预方案。在语言发育促进技术的

选择上，国外研究为我国唇腭裂婴幼儿语言发育早

期干预方案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宝贵经验。同时，

最新国际研究表明，在家长参与早期干预方案实施

细节方面报道不足，指导临床的证据有限，系统

性、个性化的家长参与的早期干预可能是未来发展

方向。尽管国内涉及不同病因导致的语言发育迟缓

的早期干预尚属起步阶段，但已有学者在家长参与

孤独症早期干预领域作出了开创性研究，是对中国

家长参与早期干预极具价值的探索。

我国唇腭裂治疗资源尚不充足，能够具备多学

科序列治疗的中心数量非常有限 [50]
。因婴儿全身

健康状况存在差异，加之城乡患者在获取唇腭裂治

疗医疗信息间存在差异，以及患者与医疗服务资源

的距离过远等，常导致患者无法在最佳治疗期（9~12
月龄）接受治疗，手术干预时间推迟 [13,51]

，导致唇

腭裂婴幼儿面临更大语言发育落后风险 [2]
。同时，

出生在农村地区的社会经济地位更低的唇腭裂患儿

语言障碍风险更大 [52]
。因唇腭裂疾病的特殊性，

实施唇腭裂婴幼儿语言发育早期干预，对其系统性

和精准性提出更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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